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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袁殊对新闻学术研究的贡献


李秀云

摘　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兼具党的情报工作者、左翼作家、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多重身份的袁

殊，积极发起并投身 “集纳运动”。他辨析 “新闻学”概念，为 “新闻学”正名；领导创办新闻学术团体

与新闻学术刊物，拓展新闻学术交流空间；提倡学校新闻，普及新闻学知识，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做出了

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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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 （１９１１－１９８７），湖北蕲县人，原名袁学易。袁殊的身份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党的地下工作

者，１９３１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２年打入国民党 “中统”特务组织，后来又打入国民党 “军统”

特务组织，还同日本特工建立了交换情报的关系，也曾利用加入汪伪政权的特殊身份，为党工作；袁

殊是左翼作家，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６日创刊 “左联”外围刊物 《文艺新闻》；袁殊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曾

担任新声通讯社记者、华美晚报社记者、中国联合通讯社副社长、外论编译社副社长；袁殊还是一位

新闻学者，１９２８年后三次赴日留学，曾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新闻学，为我们留下 《学校新闻讲话》 （上

海湖风书局１９３２年）、《记者道》 （上海群力书店１９３６年）、《新闻法制论》 （上海群力书店１９３７年）

等著作。袁殊克服其多重身份带来的种种困扰，积极投身新闻学术活动，对中国新闻学术研究做出了

重要贡献。

一、清理 “新闻学”概念，为 “新闻学”正名

“新闻学”一词被中国人所使用，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的留日学生。１９０１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

主办的刊物 《译书汇编》，多次刊载 “已译待刊书目录”，其中有 “新闻学，松本君平著”字样。１９０１年

１２月，在日本主持 《清议报》的梁启超在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提

及，“日本松本君平氏著 《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新闻学”一词在中国境内报刊的出现是

１９０３年８月，《〈民国日日报〉发刊词》说，“新闻学之与国民之关切为何如……”。１９０５年８月，郑贯公

在 《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中也指出，“考日本自维新以来，改良教育，现东京政治学校之学课，

必有新闻学一科”。上述文献中的 “新闻学”要么介绍松本君平的著作 《新闻学》，要么介绍日本出现的

“新闻学科”，都没有对 “新闻学”进行界定与论述。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徐宝璜首次明确 “新闻学”的内涵：

“新闻学者，研究关于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解决之学也，故亦有人名之曰新闻纸学。”。［１］２０世纪二三

十年代，“新闻学”作为 “新闻纸学”的代名词，已普遍被新闻学界所接受。

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当代新闻学术史”（０５ＪＣ８６００１４）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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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８至１９３５年，中国新闻学完成其建立过程［２］（７６）。在中国新闻学诞生之初，袁殊就以一种高度的

学术自觉精神，清理 “新闻学”概念，为中国 “新闻学”正名。袁殊主张，应当用 “集纳”这个名词

取代 “新闻学”。袁殊曾这样介绍 “集纳”一词的诞生经过：“创立 ‘集纳’这个名词，是三年前三数

个当时自命为新兴集纳主义者的青年，在谈论国内报章杂志情况时，一时的感触所定下来的。随时便

开始在一个小型的文化报道的新闻纸上应用起来。”当时，袁殊还曾向著名新闻学者谢六逸和任白涛征

求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 ‘集纳学’便在无反对意见下，出现于中国学术界”［３］（８５）。

袁殊所说的新闻纸是指他领导创办的 《文艺新闻》。袁殊等 “集纳学”的倡导者充分利用这一舆论

阵地，讨论和报道新兴 “集纳运动”的一切问题和消息。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０日，《文艺新闻》第６版设为

“集纳版”，并阐明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译成 “集纳”的两点理由：“一、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的解释，是：一切有关

时间性的人类生活之动态的文字、图书、照像等，使之经过印刷复制的过程，再广遍地传布给大众，

使大众在生活行为上，受到活的教养，而反映于其生存的进取与努力。二、因此，这学问，就不仅是

‘新闻学’而矣；经营或编辑杂志，或别种类此的书籍等，只要具备印刷、广布、时效这三大原则的条

件，就都是属于此的。自然这其中最主要的仍是 ‘新闻’。其次，新闻这名词在中国，已经公开的成为

‘谎骗造谣’的别号了，而中国到现在为止的 ‘新闻学’，又没有一本是完全的真实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因

此，我们依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的真实的解说，乃产生了 ‘集纳主义’与 ‘集纳运动’的新称谓。过去，曾有

人释译此字为 ‘拉杂主义’，这不但不正确，而且隐约的带了些绅士之轻蔑态度！因为，‘集纳’还必

须要有精选与批判，这两个内容的条件。”［４］

１９３３年，袁殊专门撰写 《“集纳”题解》一文。“集纳”究竟是什么呢？“就是 ‘新闻学’的一个

新的名称。是从英语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的译音和译义而拟定的。通常我们把关于报纸之经营与制作，以

及研究报纸之社会发生，与社会之存在与发展的根据；这类门的一切理论与技术上的学问，总称之为

‘新闻学’，而于英语的注释，则为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３］（８３－８４）袁殊认为， “新闻学”的说法很不确切，原

因如下：

第一，“新闻”与 “消息”（Ｎｅｗｓ）是同义语，“以 ‘新闻学’作为代表，关于报纸上之一切的学

术，似嫌狭隘。”当然，仅用 “报学”二字，就更狭隘了。

第二，Ｊｏｕｒｎａｌ一字，语源于拉丁语 Ｄｉｕｒｎａｌ，原意是指为每日、日记，后来成为英文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又

为账册、簿记、航海日录、日记等意，后又变化为日报或定期刊物的名称。“现在法国的报纸，也多称

为 Ｊｏｕｒｎａｌ。而关于报纸的学术，报纸业，杂志等等，就统称为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新闻记者及杂志记者，则称

为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一字，除了意指每日朝夕发行的日刊新闻纸以外，还包

括定期刊物，如三日刊、五日刊、周刊、月刊等等，所以，“如仅单纯的用新闻学或报学，实在不够作

完全的说明”［３］（８４）。再看看属于新闻纸类的日报及杂志的内容，除了时间性的条件外，其次就是 “集纳

性”的各种内容材料，必须经过搜集、编制以及类别归纳等过程。而内容的质别，也绝非是单纯专一

的。所以从前有人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译作 “拉杂主义”，这在字面上讲，未始不可，但在字义上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ｍ完全是 “报道”的意义：“报者，将事物之全貌作正确的报告；道者，即在报告上负有对社会的倡

导批判的任务。所谓倡导批判，是根据客观事物的社会的需要，是有目的意识的，是在选择与取舍的，

而到集纳的完成。至于 ‘拉杂’，意如凌乱蓬芜，瓦玉并陈，自失之于切当。”。［３］（８５）

“新闻学”一词在中国的使用，并不是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一词直接翻译过来的，而是沿用了日本学者

对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一词的翻译。袁殊从词源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指出 “新闻学”一词不能涵盖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ｓｍ”的全部内涵，抓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中国新闻学诞生之初，当更多的人以生吞活剥的方式全盘

接受西学东来的 “新闻学”时，袁殊对 “新闻学”这一专有名词进行深入剖析，体现了第一代中国新

闻学者的独立思考与学术自觉。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前提，基本概念内涵与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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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析更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础。袁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

么？袁殊的 “集纳学”，既包括了当时流行的 “报学”的研究对象，也为 “新闻学”注入了 “报学”

没有涵盖的 “精选”与 “批判”的内涵。在袁殊那里，新闻学不再局限于新闻采编技术与方法，而是

将新闻事业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指明新闻事业的理想境界所在，也指出了

“新闻学”研究可资深入的理想境界所在。

二、拓展学术空间，阐扬社会主义新闻学

新闻学术团体与新闻学术刊物是新闻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袁殊积极创建新闻学术团体，出版新

闻学术刊物，拓展新闻学术交流的空间。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由 《申报》、《时报》、《文艺新闻》的进步记者，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及复旦大

学新闻系部分师生组成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袁殊是重要发起人之一。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国

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的成立做了思想与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宣言》阐明研究会的创立动机：“对过去新闻学是不满足，对现在的新闻

事业是不信任；在没有专门的集体的组织而发起本会，这就是我们诚挚的最初的动机。”《宣言》揭示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立场：“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中国新闻学研究会 “致

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更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

扬……新闻之工作者：自研究而从业，亦必须以最大多数人之利弊为依归。我们认识这新闻学之研究

的意义，我们要以对新闻之志愿与坚决的信心，投于这一巨艰的伟大前程。统一起中心的目标与意志，

循着大的社会进化之征轮的踪迹；建立新闻学的基础，推进新闻学运动的开展；这就是我们今后的任

务。”［５］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立志在实践中践履 “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新闻学”立场，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是

充分关注大众利益的新闻学。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具有明确的研究纲领：“（一）从事于认识、研究并批判目前为止的过去的新闻

学及新闻事业之历史的社会的存在，由是而 （二）从事于探讨并求建立目前客观需要上的新兴新闻学

及新闻事业上有历史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原则也包括两方面：“（一）关于原则之一者———清算过去

新闻学一切书籍及各国各种记录新闻事业的史册，并不可忽略各国各记者或新闻家之著作与生平事迹，

由分析各个当时的政治形态及社会生活，而取得其结论，在各种新闻机关之组织形态，经营方式，记

事之采访的标准上取得研究的材料；（二）关于原则之二者———观察目前的社会生活的诸般现象，在阶

级对立及其斗争日趋尖锐化的斗争行动中，审识现代新闻的阶级性，确定其存在的根据，并社会大众

需要的程度。”［６］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学术研究，注重对现实的批判，关注新闻事业领域的阶级斗争。

１９３１年秋，上海 《时事新报》辞退编辑部同人，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为此发表宣言：“希望时事新报离

职同人及现在各大报馆工作的人员，认清我们的敌人———资本家、买办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一致地起

来，施以体无完肤的总攻击。因为这才是我们光明的目的———言论自由，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其余像

妥协调和，是事实上办不到的事，同时也是我们不屑干的。本会同人，力量虽甚微弱，但对此攸关中

国新闻事业前途的事变，自觉义不容辞，愿为打倒操纵报界的资本家的前锋，深盼一切新闻界的工作

人员，来和我们携手前进，攫取光明前程！”［７］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具有较强的自我批判与反省意识。１９３２年５月３０日，《文艺新闻》第５７号刊载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之过去批判与今后企图》一文，公开进行检讨：“自立会的消息宣言发出后，本身

工作，始终甚少进展。”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几经聚集，检查 “过去忽怠的工作及精神涣漫的错误”，总

结如下：“（一）对现代新闻的理解及教养不够；所以没有充实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影响于全国的从事

新闻职业的和从事新闻研究的一般同志，使他们能在正确的号召之下集体的团结起来。（二）全国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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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界，完全是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洋买办、资本家乃至口里倡导着 ‘民族’或 ‘民主’的党国

等所扶御之下的；所以全国的记者们，也十之七八因此而为职业所奴隶了！不可讳言的，许多人之当

记者、从事新闻事业，并不是立志 ‘为新闻’———为新闻是最大多数群众的———的；而是另有动机和

目的。于是也就没有自身职业的自觉，没有进取探讨研究的欲念；而驯顺的作了那些为主人而狂吠、

狂咬、狂奔于四处的狗卒的狗腿！根本没有自动的踊跃的来要求团结和组织。这是客观与主观的两大

理由。”

袁殊还是上海记者座谈会的重要发起人。上海记者座谈会到底成立于１９３３年还是１９３４年，已无法

具体考证，最初是由袁殊与恽逸群、陆诒几个青年记者聚在一起，以茶话会的形式讨论新闻学术上的

问题。１９３４年８月３１日，《大美晚报》刊载 《座谈会的告白》一文，描述上海记者座谈会的建立过程：

“‘记者座谈’这组合的形成，是远在数月之前。也无所谓谁是发起的主动者，不过有少数的朋友们，

第一次相聚于一家俄菜馆中，经一次恳挚的深谈后，大家都认为此后每周应有继续座谈的必要。因为

我们这般从事于新闻事业的青年，在日常的生活中，普遍地感到沉闷和饥渴……我们都是以新闻事业

为终身志愿的青年，同时自认对现阶段新闻事业不感满足，而深愿为将来中国新闻事业迈进过程中的

拓荒者！我们坚信非今后虚心地埋头准备学识和技术上的增进，将来便不能完成新闻记者的新使命，

不能肩荷起复兴中国新闻事业的艰巨责任。为了要解决 ‘沉闷’和 ‘饥渴’这两大问题，我们便联合

志同道合的一群，从事组织记者座谈会。在这座谈席上，我们可以天真烂漫的无话不谈，同时也可以

讨论各种有关新闻事业本身的问题和理论，也可以交换各人的学识和意见。这组织里，既没有领袖，

也没有严格的章程，更毫无虚伪的仪式。”［８］（８１）１９３５年底，这个没有组织的组织曾起草 “上海市新闻记

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三十多人在上面签名。

从１９３４年８月３１日起，上海 “记者座谈会”发行 《记者座谈》周刊，每星期五附刊于中文 《大

美晚报》发行。《记者座谈》致力于 “集纳之理论与实际”的研究，以求 “唤起一般集纳学术研究的

兴趣并指出研究的途径”［３］（３９），从而 “推进中国新兴集纳运动”［３］（３８）。袁殊曾描述 《记者座谈》的目的

与立场：“企图从学术和生活的自我教养中，在沉淀于半殖民地的黑暗的上海新闻从业的劳役里，活跃

起来，矢志积极的学习我们所不知道的，认识我们所未认清的，说我们所要说的话，并抨击我们所要

抨击的人事。而我们的态度，万分自好和忠厚，一面是醉心于智能的发掘，一面却也是顽强固执的不

愿同流合污。”［３］（３９）在这种精神指引下，《记者座谈》进行了内容丰富的研究：讨论新闻的用字与用语

问题、小型报的发生与发展问题、印刷术与报业工程问题；介绍外国新闻事业概况，揭露西方列强在

新闻方面的阴谋；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出版法作过严厉批判，并发表各地新闻界反对新闻检查，

争取言论自由的消息和文章；也曾针对当时的黄色新闻和堕落记者群，进行激烈抨击。袁殊在这个周

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后来汇集成 《记者道》一书。

１９３６年５月７日，《记者座谈》宣告停刊，共出版９０期。《记者座谈》停刊后，上海记者座谈会的

活动并没有停止。该会继续想方设法在 《立报》、《大公报》、《大美晚报》、《申报》、《新闻报》等报

纸上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和报道，团结了众多的青年记者，为后来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奠

定了初步基础，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三、提倡学校新闻，普及新闻学常识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尚未被社会广泛了解与认可。

中国第一代新闻学者任白涛、戈公振、邵飘萍、谢六逸、黄天鹏等都致力于新闻学知识的普及［９］，袁

殊也是其中的一位。

袁殊总结了新闻学研究的状况：“大家知道，新闻学在中国还不过十数年的历史；到最近，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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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里可以搜集得到的此类的文献，也是非常的有限，而且都几乎是 ‘概论’方面的著述或翻译。在已

经有把新闻学成立为专门学科的学校，现在可以数出的也仅有三数大学而已。至于说，在这一方面有

过著述出版的人，或是有过专门研究的人，现在也是很少的。在十数年以来的新闻学运动的成绩，是

这样可以看得见；可以被称为新闻学者的人，的确也太寥寥了。现在，向这一方面努力的人，是逐渐

的在多起来……这就是很可喜的进步的现象。但是据我个人约略调查所得，现在有许多致力于此学的，

大都只以得到一般关于新闻之经营的理论，及普通的新闻之制作技术后就认为满足的。这实在太简单

了。”［１０］（１６２）新闻学界的这种状况自然影响到了学习新闻学者：“在中国一般的学新闻学的，大都是把最

大的努力，放置在 ‘概论’上去。这在我个人觉得是未免简单了，而且轻蔑了新闻学。”［１０］（１７３）

袁殊认为，要想解决新闻学研究简单化、技术化这个问题，必须先认清新闻学的性质。首先，新闻

学是一种科学：“新闻，是一种异常迅急敏感的一种属于社会群众的活动，关于它本身的理论和技术，

是不像其他学问那样渊博深奥，而它却是广泛无际的……我们可以说新闻学并不深奥渊博，但在它涵

有的一切里，却是真实而又真实的，科学的科学。”［１０］（１７７）其次，新闻学是一种实用科学。“每一种学问

的目的，都有其实用性的。” “新闻学的目的，是为了新闻纸的。它亦是阐扬研究新闻纸之理论与技术

的。新闻纸，在现代社会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人们每天之需要阅读它，是和需要吃饭一样的重要。

所以：报是什么？报如何在社会存在？怎样办报？怎样办了报才得好或坏……由于这种种属于新闻纸

之研究的而综合所成的 ‘新闻学’，是成了实用的科学的一种学问了。”［１０］（１６４）再次，新闻学具有时代

性。“每一种学问都与时代社会的变迁互相因果的……新闻纸，在新闻学上理论的解释，是：‘传播思

想，发扬文化，在时代前作大众生活的一种中心的中介机关。’所以，我们有志于新闻学之研究的，就

是准备从事新闻事业———准备作这种人类社会中心的中介机关的工作者。我们在新闻工作的实际上，

可以知道这种工作者所必备的技术的、学识的、理论的等等本身条件，而再从这条件之获得的这原则

上去下功夫。这就是被称为 ‘新闻学’的此种学问的内容及其研究的任务。”［１０］（１６５）

针对新闻学的种种特性，袁殊指出，提倡学校新闻，在实践中学，是学习与普及新闻学的一种有效

方法。社会有各种相互的复杂生活，“于是有了新闻，记录这生活的一切现象，表白社会进化的足迹，

并为全体的社会人的活动作为流动总的 ‘中介机关’”，“社会发生的一切事象，直接可由新闻的报道，

而间接的能在读者从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见地，通过影印的作用，而得批判的结果”［１０］（１１），因此，新

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报道与批判。学校，在整个社会里占据重要的地位，学校是 “一个学习准备的社

会，是整个社会组织里特殊的学校社会”［１０］（１０），于是就有了学校新闻。学校新闻 “是由学生本身主动

的，在学校社会里的新闻事业”［１０］（９）。学校新闻 “可以供给学生对社会活动的一个实际的实习。报道与

批判，就是一切经验教训获得的来源”［１０］（１２）。袁殊进一步强调，“学校教人以学理，新闻告人以实际”，

“学生都将学理体验到实际上去，这就是从实验室、图书馆和课堂出发，向市场、工厂、乃至法院与衙

门去，在这当中先构成一个交流的轻便的路线”［１０］（７－８），那就是学校新闻。学校新闻，就是学生走向社

会的必要准备，而这一准备要在实践中来完成。但现实令人遗憾，他举例论证，某某大学新闻系的学

生，由他们的教授引导到报馆去参观，刚走进排字房，就有学生说那里空气太坏，不能久留。走进印

刷间里，就有学生很在意那到处都有的油墨会弄脏了他们的西装裤。袁殊认为，这种 “讲清洁的新闻

学的有志者”，是在 “污害”“新闻学”这个名词［１０］（１７４）。可见，袁殊一再强调新闻学是关切劳苦大众

利益的实用之学。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３日，袁殊为劳中新闻学会演讲，讲述自己 “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之道”。童年的时候，袁殊

曾在印刷所排字房做了７个月的学徒，在 “铅字窖里”的埋首劳动，对他 “作了最初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的教

化”。后来，他连初中都未能毕业，但在两年多的学校生活中，又因与同学一起发行学校 “窗报”（用

手写，贴在宿舍寝室的窗门上）而获得了编报、办报的最初工作经验。后来，他在长江流域四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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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两度正式在报馆里干事”。有鉴于自己在实践中学新闻的经历，袁殊大力提倡学校新闻。他的

《学校新闻讲话》介绍了日本、英美及中国的学校新闻概况，更对如何开展学校新闻提出设想：针对学

校的办学实际，在有新闻学专科的学校，以新闻系的学生为中心，容纳非新闻系的有志于新闻的同学

以及学校的所有职员、校工等，组织学校报馆，经营学校新闻；在没有新闻学专科的学校，由学生会

的出版部发起组织学校报馆。但无论在何种性质的学样，报馆是一个独立机关，不隶属于学生会或者

被 “学校当局的权力所管辖”［１０］（１６）。

四、结　　语

袁殊身具情报工作者、作家、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多重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术研

究的系统性。１９３２年，他在 《学校新闻讲话》后记中坦言：“《学校新闻讲话》，是我个人从事 ‘集纳’

研究的处女出版……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始终未容许我有过 ‘埋头向学’的机会，对于这仅仅是一些

潦草、杂乱的材料的贡献，是深深认为自憾的！”然而正因如此，袁殊的新闻学术研究成果，越发弥足

珍贵。在充分关注现实，充分结合现实，并且力求改变现实的前提下，他 “抱负了从事新兴集纳运动

的志愿”［１０］（２２０），积极发动并投身 “集纳运动”。新闻学者任白涛在 《学校新闻讲话》序文中赞扬袁殊

“完全是个站在 ‘集纳’的立场的 ‘集纳’主义者”，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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